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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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科的建立往往能促进学术发展。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崛起或复兴就是很好的证明。文学人类学也必因“文学”与“人类学”的互动而提高中国学术研究的水平。不可否认，文学人类学已成为比较文学新的生长点，它已经繁荣了比较文学研究。

     人类学与文学皆属研究人的学问，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比较文化的大背景下出现了“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文学的人类学研究”（Literature in anthropologicalstudy）、“文本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这种学术现象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有着内在联系。在文化转型时代的学术转型应归结于对“人类”的普遍关怀。文学人类学即是在如此学理下的一种学术结合，因而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学术新事物。就学术的逻辑前提而言，二者具有内在“同质性”。文学人类学本身是一门比较的学问，因此比较文学与文学人类学可以获得学理上的共同前提。然而人类学的比较领域相对比文学更为宽广，前者侧重于民族的、口传的、变迁的展演性；后者则倚重于文字的、确定的文本研究。二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各有偏颇，两者对于学科上的互补无疑是有益的。关于文学人类学的定位，叶舒宪认为，学科相撞的目的在于学理的相通。任何学科都是相对的、滞后于科学研究成就的概念。学科是知识在特殊时期的通汇。文化涵化经常造就出伟大的成就和大师级学者，却并不见得囿于一个固定的、传统的学科成规。

     借鉴不同学科的成果和学科之间的整合是当代国际学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因此，文学人类学本身就是一个科际整合的范例，整合的方式也就成为检讨研究本身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志。人类学家在面对他们的调查对象时，经常是无文字社会，是口传材料。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的研究又少不了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权力、文化背景、个人兴趣爱好、直觉等方面的制约，并影响到对调查材料的选择；从口传到书写的过程必然带有个性化和文学化。如果标准的民族志撰写要求尽可能的“客观化”，以满足民族志写作的规范；而对那些带有人类学家直觉性的、情感性的，当然不排除对本质性认识的部分，文学的“诗化”表述不失为一种补充方法。人类文化表述的象征系统便是文学和人类学共同关心的一个方面,它们的终极关怀都是人类本身，而人类语言表述的象征指示都为文学家和人类学家所熟知、研究和应用。这些方面就构成了文学和人类学的“连接部”。因此，对语言和象征的研究，文学与人类学可以欣然借鉴。

     同闻一多等前辈学者的整体研究相比，叶舒宪所做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更多地具有了现代的和自觉的特点。200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叶舒宪的6部著作：《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原型重构》、《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庄子〉的文化解析》、《老子与神话》，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深度拓展做出了贡献。不难看出，叶舒宪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清醒的方法论意识和选择。在《中国神话哲学》一书的“导言”中，叶舒宪首次明确提出借助人类学视野和演绎功能改造传统考据学方法的问题。为此，他有意识地打破了神话学与哲学、语言学与思维科学（认知科学）以及“国学”与“西学”之间的界限，通过比较文化的研究将本来就不分家的文、史、哲三大领域沟通起来。具体的方法是使传统的微观考证服务于宏观的理论建构，反过来，又用思维科学（神话思维的规律）的普遍模式洞见文字的微观研究，使一些令传统考据学聚讼纷纭的古文字难题得以冰释，这无异于为传统的“小学”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

     叶舒宪的另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在于他首次将“三重证据法”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对之做理论阐述，并且在自己的研究中率先垂范，身体力行。2005年，他相继发表了论文15篇：《神话的超前智慧》、《反现代性与艺术的复魅》、《托特神的原罪》、《新启蒙：文化寻根与20世纪思想转向》、《略论当代女神文明的复兴》、《非物质经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神话的特性之新诠释》、《重述神话的时代》、《人类学想象与新神话主义》、《凯尔特文化复兴与〈哈利波特〉》、《谁破译了达芬奇密码？》、《“圣”与口耳为王》、《身体的神话与神话的身体》、《符号经济与作为非物质遗产的七夕节》、《傩、萨满、瑜珈———神话复兴视野上的通观》。叶舒宪在他的一系列专题研究中注意做到：在援用人类学普遍原则和模式解析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时，突出阐发本民族最富特色的一面，而且变单项的移植和嫁接为双向的汇通与相互阐发。

     1997年，由叶舒宪作为发起人之一的“中国文学人类学会”成立，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同道，并且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极具活力和潜力的研究流派，体现了人文研究的跨文化、跨学科和跨时空这三大特征。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真义就在于冲决一切人为的、曾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界限，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重新认识自己，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起点，创造新的未来，为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维度。

